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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一、市政管理对专家的需要
伴随着内战后工业主义的全面到来,美国社会在世纪之交进入了

城市化的高峰。1900年时,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39.6%,城市
数量较40年前亦有显著增加,以至于基督教福音派领袖乔赛亚·斯特
朗在1898年断言,美国即将成为一个“城市国家”。[1]

城市的蓬勃发展使工业化时代的种种疑难问题在人口密集、工
厂林立的城市得以汇聚集中。城市交通、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贫
民窟以及街头犯罪等系列问题无一不亟待市政当局的有效整治。与
之相左的是,19世纪末的美国城市普遍陷入了由“城市老板”滋生的
市政腐败中。城市老板既无政治思想,又乏管理才干,只知拉帮结派,侵
吞公款,以权谋私,一手遮天,最为典型亦最为臭名昭著的是纽约市的城
市老板——威廉·特威德。

在19世纪末的城市改革者看来,对改革市政的合理办法是效仿大
公司的企业管理经验,将市政管理交给训练有素、具备专门知识的专
家而非职业政客,正如《国家》杂志写到:“应用顶尖的专业人才”取
代市政机构中的政治分赃者。1898年《纽约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也
呼吁“科学市政”,主张由市政管理方面的专家取代政党老手的“臆
断”。[2]

城市问题的涌现以及市政管理中对专家的需要,引起了大学及学
者们的关注。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里·贾德森认为城市里的大学应服
务于城市。他写到:“在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大学的职责范畴将被
视作等同于城市本身的范围。换言之,大学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探寻科
学真理,⋯⋯而是应该特别致力于研究和传播与城市直接相关的各种
知识形态。”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也认为,尽
管大学是一个面向全国的教育机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
其所在城市的支持”,因此,城市问题“应成为一个（大学）予以研究
性、专业性和技术性考察的领域”。[3]

在大学的鼓励下,学者们对城市问题的关注集中于如何提供专业
性的分析、建议和解决之道。如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
伊利在其《当代问题》一书表达了对其所在的巴尔迪摩市的关注,专
门撰写了两篇关于城市发展的论文:“令城市更美好的力量:谈巴尔迪
摩市的前景”、“再谈巴尔迪摩市市的前景”。芝加哥大学教授埃
德温·乔丹从细菌学的角度来关注城市污染和公共卫生状况,他相信:
“大城市应将其自来水供应交由专家实行专业化的操控,从而避免无
知而马虎的社会人士”。[4]

市政管理对专业知识及专家的需要,同大学及其学者对城市问
题的关注最终汇聚为一股大学学者作为专家参与市政的潮流。
1894年,美国46个主要市政改革团体在费城成立了全国性的市政
改革组织——“全国市政联盟”。联盟汇聚了当时具有改革理念
的政治家、律师和记者,还包括大批来自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如
哥伦比亚大学的弗兰克·古德诺、芝加哥大学的爱德华·贝米
思、哈佛大学的劳伦斯·洛威尔、康奈尔大学的杰拉米·詹克
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德蒙德·詹姆斯和列奥·罗。190 0年,
全国市政联盟公布了用以指导全国性市政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市政大纲》, 涉及市政体制、公共会计、政府债务、州宪法的
修订、城市公司法的制定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在《市政大纲》的
11篇署名文章中,超过一半合6篇出自大学教授或博士学位获得者
之手。

二、纽约市政改革与大学学者的参与
作为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市在美国城市中的主导地位自内战后

不断加强。1900年时,这里支配着全美67%的进出口贸易,设立有69家
百强大企业的总部。1880至1919年入境的移民中有约2/3在纽约登岸
并大量滞留。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膨胀对市政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
战。尤其是1898年布鲁克林并入后,新的大纽约市的人口一跃而增至
近350万,是“第二城”芝加哥的两倍,是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国际性
都市。

与此同时,纽约市的市政一直受到城市老板所领导的政客集团—
—“坦幕尼协会”的操控,市政腐败与管理不善的形势相当严峻。在
这一背景下,一些具有改革意向的纽约市民和年轻政治家自1880年代
起成立了各种市政改革团体,吹响了纽约市政改革的号角,较有代表性
的是1882和1890年分别成立的“城市改革俱乐部”和“人民市政联
盟”。

糟糕的财政状况是令纽约市政当局困扰万分的重大难题之一。
1898年“大纽约市”成立后,纽约市政府的债务惊人,甚至超过了纽约
州以外各州的政府债务总和。为了调查和缓解财政困难,纽约市长乔
治·麦克莱伦于1905年召集了“税务与财政委员会”、“城市债务
与特别评估委员会”和“会计与统计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中,专
家学者开始受到市政当局的起用,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塞利格
曼任职于税务与财政委员会,哥伦比亚大学政府学教授弗兰克·古德
诺任职于城市债务与特别评估委员会,纽约大学财政学教授弗雷德里
克·克利夫兰成为会计与统计委员会主席。尽管三大委员会只承担
临时的调查、顾问职能,却代表着“专家与政府官员为解决纽约市的
财政而走到一起”的趋势。[5]

身为会计与统计委员会主席,纽约大学财政学教授克利夫兰对担
任政府的临时顾问并不满意。1905年,克利夫兰找到了在宾夕法尼亚
大学沃顿商学院执教的威廉·艾伦,拟筹建一个独立的专家机构,为纽
约市的市政管理及改革提供长期的技术支持。在克利夫兰和艾伦的
召集下,许多大学学者都参加到这一机构的筹建中来,如塞利格曼担任
了筹建委员会的理事长,克拉克学院校长兼统计学教授卡罗·赖特、
霍普金斯大学博士艾伯特·肖亦在其中任理事。

1906年,克利夫兰等社会科学学者一手打造的“市政研究局”在
纽约成立,其目的是要“让科学知识而非义愤填膺成为市政改革的动
力”。[6]市政研究局的早期工作主要由克利夫兰、艾伦以及一直关注
城市下层的社会改革家亨利·布鲁埃尔三人共同负责,另聘请宾夕法
尼亚大学博士威廉·帕特森和5名注册会计师担任技术专家。从1906
年成立至1921年更名为“公共行政研究所”的15年间,纽约市政研究
局基本上是一个由专业社会科学学者领导的专家机构,如塞利格曼于
1907年任研究局主席。几年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萨缪尔·林赛
也担任过研究局的秘书长。1915年后,该局逐渐由哥伦比亚大学历史
学和政治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卢瑟·古立克接
管。

市政研究局独立于市政体制之外,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但也并
非普通的市民团体,而是一个由专业社会科学学者和社会改革家组成
的独立的、半专业性的组织。克利夫兰将市政研究局比作政府的
“医生”,它要对政府进行科学的诊断,以此为基础开出药方,来确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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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长久健康。因此,市政研究局与市政府之间的联系,最初是通过横
向合作来展开的。

研究局与市政当局之间的合作始于1906年对曼哈顿区市政开支
的调查。该调查得到财政局长梅茨的配合,结果发现曼哈顿区区长、
坦幕尼协会成员约翰·埃亨存在违法及渎职行为。纽约市长麦克莱
伦任命了独立派民主党人约翰·米歇尔对埃亨进行审查。在研究局
负责人之一布鲁埃尔的协助下,米歇尔于1907年7月向麦克莱伦提交
了审查报告,肯定了市政研究局对埃亨提出的“低效、渎职、浪费和
腐败”的严重指责,直接导致埃亨遭到罢免。

“埃亨事件”肯定了研究局调用市政记录的合法性,为市政研究
局进一步被市政当局接纳打下基础。由于克利夫兰和艾伦等财政学
家对城市财政的关注,研究局主要致力于将预算制度引入市政机构。
如1906年,由于市卫生局资金匮乏、财务混乱,研究局在对卫生局进行
了调研后,公布了一项《制定地方预算》的报告,建议卫生局通过职能
划分、会计分类和详细记账的方式, 对该局的财政收支进行完整监
督。1907年,研究局又与财政局、新成立的市政调查与统计局合作,将
预算制度扩大至更多的市政部门,如合同监察局、人事服务局、教育
委员会等。预算制度要求各部门在详细的职能分类的基础上,“提交
反映各类要做的工作或公共服务所要求的拨款总数的预算”,从而有
效约束了腐败官员对市政资金的肆意侵吞。研究局以预算制度来改
革市政的努力引来了许多市政官员的赞赏。如财政局长普伦德加斯
特在1915年写道:“市政研究局提供的服务和榜样作用对城市行政管
理有极大的帮助。”合同监管局局长蒂尔登·亚当森也坦承该局十
分依赖研究局,他说:在拟定年度预算时,“我们全权委托市政研究局为
我们工作,（布鲁埃尔）先生和艾伦博士都很慷慨,尽其全力给我们帮
助,我们不仅欢迎它,而且需要它。事实上,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几乎

寸步难行”。[7]

由于研究局在纽约市政改革中的突出表现,该局的一些专家学者
陆续受到政府的任用,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要职。1911年,克利夫兰被
塔夫脱总统任命为节约与效率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撰写了一份
《国家预算的必要性》的报告,旨在将纽约市政研究局发起的预算改
革推广至联邦政府,最终使国会在1921年通过了《预算与会计法》。
1914年,随着改革派官员约翰·米歇尔获选为纽约市市长,与之一直
密切合作的布鲁埃尔被任命为市财政局局长和退休金委员会副主席
兼秘书长。1915年,艾伦亦离开市政研究局,来到华盛顿,在威尔逊总
统的工业委员会中担任顾问。

总而言之,在20世纪初的纽约市政改革中,大学学者是通过组建市
政研究局和个人受任公职两种方式来向市政当局提供专家服务的。
纽约市政改革中的“专家参政”现象,尽管乃个案,却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日益复杂的工业-城市社会中政府事务对专家的需要,这也是20
世纪初美国从城市到州、联邦层面的进步主义改革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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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是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它的
原动力是志愿精神,也是公民社会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们不是政
府组织也不是是经济体,所以不依靠权力和利益驱动。

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拥有发达的各类非政府组织,有数据显示,美
国社会存在的非政府组织总数目前超过200万个,其所有的经费总数超
过5000亿,为其工作的人员超过900万人。而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
组织机构(N G 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
的。社会体系庞大而复杂,如果非政府组织单一且力量薄弱,必然很难
起到社会与政府之间缓冲器的作用。

在我国,目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经历着一个缓慢、曲折的萌生过
程,国内目前已具有一定规模。2011年社会蓝皮书显示,截至2009年
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将近42.5万个。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社会的进
一步发展,中国非政府组织将迎来更快的发展速度,将为政府与群众之
间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沟通渠道,沟通内容也会更加全面而细致。非政
府组织在我国方兴未艾,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同时,中国非政府组织又
处在一种举步维艰的境地,存在种种不利条件的制约,诸如法制建设不
完善,税收优惠不到位等等,致使各种非政府组织普遍规模偏小、资金
有限、人员不足、服务质量不高,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影响力
也十分有限。由此可见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发展
非政府组织还有艰巨而漫长的路要走。“小政府,大社会”不仅是现
代社会的基本趋势,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政治体制、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调整的必由之路。因此,中国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和
大力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建设,适当放权给非政府组织,减轻政府负担,为
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持续的动力。

第四,增强政府公信力,改善干群关系
政府是连接国家和人民的纽带,政府和群众有矛盾,必然导致政府

的公信力下降。在我国, 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官本位”现象严重存
在。干部作风不正,处理事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处在利益链末端
的老百姓苦不堪言,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很容易就被激发出来,酿成重
大群体性事件。

一旦出现恶性事件,政府就往往暴露出在处理问题态度上的漏洞
和缺陷。先是封锁消息,如不慎消息泄露,要么避而不谈要么立刻发布
虚假信息掩盖其真实性。现在网络的发达,人民群众素质的提高,谎言
很容易被揭穿。政府要做到信息公开,加强透明度,揭开“封锁消息”

的神秘面纱,让大家看到真真切切为老百姓服务的政府。此外要加强
群众监督和问责机制,依法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

而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为了保证问题的合理平稳的解决,使
群体性事件由“隐性”变为“显性”的推动者是政府。政府要改变
职能首先要求党政干部要摆正心态,不应将群体性事件简单定性,只看
其坏的一面,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一定条件下
也可以相互转化。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跟不上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
速度。这样的情况迫使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其由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
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
在民主制度框架内,把服务作为社会治理价值体系核心和政府职能结
构重心的一种政府模式或曰政府形态。”[1]让更广大群众有机会更广
泛的参与政府管理。这样政府才能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帮助群众。服
务型政府首先是民主的政府,政府不包揽一切,要适度放权给社会组
织、团体等,实现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的转变。在建设服务型
政府时,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增强政府
的服务理念,改善干群关系,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
除使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促进社会健康、稳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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